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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仪礼»礼义研究与时代学术担当

郭超颖

摘要:«仪礼»作为礼的本经,对后世影响深远,所记古礼的经典范式,不但奠定了我国礼仪文化中各项典仪

的基本框架内容,而且生成了礼仪制作的设定法则和礼仪践行的行为规范.探求«仪礼»蕴含的礼义使实

践合乎道理,这些不但是礼学研究的核心组成部分,也是传统社会士大夫治世修身的依准.«仪礼»礼义的

这种“比谊会意”的效用,是儒家经世致用注重理据建设的根本体现.历代的经典解读无不在时世的轮替

中沿着文献传承与经义构建的主线起伏上下.礼学研究当明确礼义研究的主体地位,围绕元典经注,凝练

出符合现代文明的礼义原则精神,以期实现礼义建设的价值判断与导向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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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仪礼»作为来源于宗周礼乐文明体系的古经,是传统社会典仪制度的纲目,它的经文设辞关涉事

与义的委屈周折,文、事、义兼备.正因为«仪礼»讲家政大端,切于人伦日用,清高宗谕曰“传所谓‘经
纬万端,规矩无所不贯者’也”① ,故而«仪礼»礼义的探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非常.
本文扎根«仪礼»元典,从礼学研究核心性认知、礼义探讨的历史地位、礼义研究的时代价值等三个方

面展开论述,以期为当前礼学研究与礼学认知提供新的思考.

一、礼学研究核心性问题的提出

礼,是人们在社会环境中探求生产生活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认知实践方式.它对中国文化来说地

位尤为重要,是周王内史所谓的“国之干”② ,是卫国卿大夫宁庄子所云的“国之纪”③ .礼学理论的探

讨首先应从礼的元典开始,而不是主观臆测地本末倒置,管中窥豹,把末流视为本体.
三«礼»元典,以«仪礼»为本经.«仪礼»是早期中国典仪制度范式的文本记载,以程序仪节为内容

体现,涵括古人认为的天、地、人三事的主要议题.如冠、昏、丧、祭、朝、聘、射、乡饮等.«仪礼»作为重

要礼事活动的汇集,它的生成很好地凝结着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方法,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

理念.«仪礼»礼义研究就是探求礼仪规范背后的情理依据.«国语周语上»云“昭明物则,礼也;制
义庶孚,信也”④ ,在这里,古人认为显明事物法则就是礼,裁断适宜为众所行就是信.礼义研究就是

通过经典范式来了解事物的真实,掌握事物治理的规律,依据法则尽可能地去探索本质.
礼义研究既然是对事物内在核心情理的探索,那么前提是仪节背后必然存在义理.而对于任何

一种文化来说,经典仪节的意象都有稳定的情理蕴含.«尚书顾命»记载周康王即位的典礼,太史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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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成王遗命,经曰“皇后凭玉几,道扬末命,命汝嗣训”①,“后”在此当依经传训解为“君”,“皇后”就是

“大君”.依«周礼»,王见群臣,王席左右设玉几,供王凭依.成王临终前顾念康王,故服冕服、凭玉几

命诸公相佐.太史宣读遗命,突出成王托戒时“凭玉几”的具体仪节,孔传解释此举在于“称扬终命,所
以感动康王”.这种诠释就是探讨情理依据所在.孔传的解读有其道理.这是一个经典文化意象,有
着固有的文化情感.既然是经典意象,就不尽是孤例,比如«仪礼士昏礼»女出嫁,父母告诫时“必有

正焉,若衣若笄”,郑玄注云“必有正焉者,以托戒使不忘”②,“正”,指正衣正笄③,父母寄语时,同时端

正一下女子的衣笄,衣笄恒在身而不忘,寓持父母之戒亦然;最后庶母把女送至庙门,为其系上鞶囊,
向女重申父母的教导,曰“夙夜无愆,视诸衿鞶”,告诉女用衿鞶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父母教诲.

由上可见,«士昏礼»的托戒有物与«顾命»申述遗命时强调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其情理是相通的.
这就是我们的思维认知方式,也是解经的思维路径,体现着中国文化在面对生命、生活上的情感认知

与哲学体悟.毋庸置疑的是,洞悉礼义是理解人情事理的必要前提.
古人对礼的研究与实践历来重视礼义挖掘,«礼记»里的«冠义»«昏义»«乡饮酒义»«射义»«燕义»

«聘义»等篇目,专门阐发«仪礼»诸礼背后的礼义,«大戴礼记»也有相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.«礼记»里
保存下来的孔门弟子内部关于具体礼制仪节的讨论,也是义理择取的问题,这个传统亦为汉代经师所

承袭,成为他们解经的主体思路.«仪礼»诠释重视“为什么”的特点同样是中国礼学注重正当依据与

合理性的表征.该问题可以借助以下两方面窥见:
一方面,比谊会意,依经义知世论事,预知成败,乃至朝堂议礼,本身就是抽绎建构礼义逻辑的过

程.«大戴礼记礼察»:“为人主计者,莫如安审取舍,取舍之极定于内,安危之萌应于外也.”④“«春
秋»者,礼义之大宗也.”⑤皮锡瑞言:“经学自汉元、成至后汉,为极盛时代.公卿之位,未有不从

经术进者.”⑥“汉崇经术,实能见之施行.皇帝诏书,群臣奏议,莫不援引经义,以为据依.国有

大疑,辄引«春秋»为断.一时循吏多能推明经意,移易风俗,号为以经术饰吏事.”⑦皮氏认为降至唐

宋皆不能及,不过是礼学的功能分化之后,朝堂依典制律令,典制律令自有礼义内核,后世不必如两汉

以经术称名标榜而已.
另一方面,诸多礼义原则为经传明确记载,这说明礼义法则在当时具备一定的理论定型化表述,

以及共识性的存在.这种实际运用中理论阐释的直观性展现值得重视.比如,«国语»僖公二十三年

曹国大夫僖负羁用“礼宾矜穷,礼之宗也”劝谏曹共公应礼遇重耳⑧;周襄王十七年周大夫富辰用“夫
礼,新不间旧”指出襄王用狄女代姜氏、任氏,不符合礼的要求⑨.这样的内容在«春秋»经传里比较丰

富,因为三«传»本就在评判“王道”“人事”是否合礼,这里面有的牵涉政治形势,有的是行事是否得宜,
这些内容反映出礼仪原则的多样性与丰富性.

这种对情理依据的把握也使得礼的研习能够成为经世之学,而为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军事、文化等

领域所运用.冯友兰说:“礼之‘义’即礼之普遍原理.知‘其义’,则可‘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’,可以制

礼矣.礼之‘义’不变,至于‘其数’,即具体的礼,则非不变者也.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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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义探讨与实践是礼学的核心部分,也是“礼以体政”的真正表现,这对于认识古代的主体思想文

化内涵与社会管理有较为重要的意义.“礼”的实践性要求的是积极面对差异性的问题,并为之提供

具有衡准性的处理方法.«风俗通义»云:“夫圣人之制礼也,事有其制,曲有其防,为其可传,为其可

继,贤者俯就,不肖跂及.”①这个衡准的探讨,就是礼义探讨.思维方式的培养与对它进行的关注,其
背后的重点在于对“合乎道理”的聚焦与标榜.“合乎道理”就是符合普遍规律,各得其宜,有更大范围

的适应性.这是自内的规正与校订.从社会角度来说,这种规约与反思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气

质品格,当深受经典熏陶的他们开始走向各自领域参与社会管理实践时,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对现实进

行修正.
然而由于诸多原因,代表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的礼义建设已长久式微.以宗教学、民俗学的诠释取

代礼义诠释就是表现之一.比如有研究者阐释中国丧礼文化时,指出“尸体在放入棺材以前,通常脚

对着门”,原因在于“万一死者像吸血鬼一样起身时,他将直接走出门而不伤害家人”②.放入棺柩前

逝者脚对门这个仪节,文章没有交代它存在的时空维度,然而这个方位描述的准确性值得商榷.这一

观点重视了宗教学、民俗学的理论与诠释理念.但却未必符合经典礼义晕染下的文化心理与地方民

俗实际.按照«仪礼»经注的诠释,未下葬前,死者遗体皆是头朝南,脚朝北.之所以这样,是他的亲人

不忍心把刚刚离去者立即以死者的仪节对待.只有在临葬朝庙,给祖先辞行时,是头朝北,这是因为

朝事当不背父母,应当以首向尊者.
所谓传统丧礼,包含丧、葬、祭三部分,它是一个由凶渐吉的过程,«礼记檀弓»曰“丧事欲其纵纵

尔,虽遽不陵节”③,丧事操办虽要匆忙应事,但也不能乱了节度,其总体的思想感情是入殓为柩前如

生者看待,之后是思念如生者.例如“曾子云:‘始死之奠,其余阁也与?’”④始死设奠,用生前庋阁尚

余下的食物,这就是丧主不忍心把刚刚逝去的亲人,迫切地按鬼神之仪敬奉,是不骤然改异的意思.
礼仪的兴起制作,由质到文,但不外乎“缘人情而制礼,依人性而作仪”(«史记礼书»).«礼记檀

弓»曰“礼,不忘其本.古之人有言曰:‘狐死正丘首.’仁也”,孔颖达疏云:“丘是狐窟穴根本之处,虽狼

狈而死,意犹向此丘,是有仁恩之心也.”⑤«檀弓»与«大学»«中庸»于«别录»同属«通论»,皆探讨德性

之贵.«尸子»云:“曾子每读«丧礼»,泣下沾襟.”⑥经义诠释,不是儒家理论理想化的拔高,相反重视

自我教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征.也就是说,欧美人类学、宗教学的解读从根基上解构了我们认

识事物的切入方式,采用这样的研究思路,礼学的定位可能会产生偏差.
近年来,中国的礼学研究日益繁荣,无论从古典学术研究的角度,还是如何审视传统礼文化的角

度,礼义研究都应该是礼学研究的重点.如果能把对礼乐文化的认知首先落在经典本身,明确它的基

本原理与理念,而后再去审视反思,或许会更客观地看待自我与外界.既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,“文化

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‘自知之明’,明白它的来历,形成过程,所具的特色和

它发展的趋向,不带任何‘文化回归’的意思,不是要‘复旧’,同时也不主张‘全盘西化’或‘全盘他化’.
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,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、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

主地位”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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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礼义探求在中国古代典政思想实践中的角色

在上文中我们提出了礼义探求对于礼学研究的地位与意义,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面,礼义的探讨一

方面是理论上的研究,另一方面是经国治世的践行.应该说,重视礼义并由此带动礼学实践,是中国

古代传统思想与典政一以贯之的精神.
秦的礼制建设顺应战国来的时代变革,比如废除尸礼①.尸礼的消失,不仅是古人鬼神观念的改

变,实则更是义理上的整合改变.这种改变顺应了秦帝国郡县制的建构需要.两汉时期,«仪礼»与
«春秋»都是治世的大经.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,以郑玄为代表的汉魏六朝经师对«仪礼»礼义

进行了重新整合与建构,具有中古礼学开端的意义.一方面是,以«周礼»五礼统摄三«礼»,建构周公

的“太平经”,取代公羊学以«春秋»为礼学理论之本的论证,生成了经典治世的新政治理想;另一方面

是,以«仪礼»礼义挈领三«礼»礼义,以“义”代“仪”,借助经典权威构建完整的礼义情理依据体系.两

者的交汇点在于形成了一套以为时用的«仪礼»礼义规范践行体系.这个礼学理论体系承接董仲舒,
不但继续维持了经典治世的根本,而且开启隋唐礼制建设新常态.

两宋典政崇礼贵义,如劳思光所言“宋代学风特重创建,对于道德文化之轨范,礼乐刑政之措施,
无不欲作积极性之努力”②.纵观两宋礼学义理研治,一方面是侧重«周礼»的王制与«春秋»的王道相

参合,范仲淹、周敦颐,到张载、二程皆然.这是对礼学形而上的论证,真实诉求还是以此达到以礼治

平的目的.一方面是«仪礼»学上遵从实学的路数,如张淳、李如圭、魏了翁等,虽涉校雠、故训,而期求

之于礼义,这些客观上推动«仪礼»礼义在社会日用实践上的发展.理学宗主朱熹以«仪礼»为经,以
«礼记»为记,特别重视«仪礼»礼义的把控.朱子用«仪礼»章法撰修或改定礼书,在冠、昏、丧、祭的仪

章度数中,施以名分爱敬之义,地方宗族多因是率从.朱子还深切提出礼义研究的重要,在议宋宁宗

承重事时③,朱子据“礼律人情大意”认为宁宗当为孝宗服斩,后读«丧服小记»“为祖后者”得其验证,
云:“乃知学之不讲,其害如此.而«礼经»之文,诚有阙略,不无待于后人.向使无郑康成,则此事终未

有所断决,不可直谓古经定制,一字不可增损也.”④«答黄商伯»云:“«仪礼丧服传»‘为君之祖父母、
父母’条下疏中赵商问答极详,分明是画出今日事.往时妄论,亦未见此,归乃得之.始知学之不可不

博如此,非细事也.”⑤«仪礼经传通解»是朱子晚年未成之稿,此鸿篇巨制,以«仪礼»为经,而取«礼记»
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,皆附本经之下,凡设«家礼»«乡礼»«学礼»«邦国礼»«王朝礼»之章目,
这种规整是礼义建构的新论证和新发展.

由于地方治理教化的需要,以及复古思潮的影响,明代«仪礼»学非常注重仪节礼义细微的把握.
对明代礼制确立起到重要作用的«明集礼»虽编纂仓促,但不失精细,对仪节规范理论有较好地把握.
阳明心学兴起后,仍有黄佐等礼学名家恪守朱子礼学思路,重在立教与施行,其所撰«泰泉乡礼»“深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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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本厚俗之意”“大抵皆简明切要,可见施行”①.王阳明承继陆九渊的性理之学,云“礼也者,理也;理
也者,性也;性也者,命也”②,“«礼»也者,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”③.王阳明为重刊元吴澄«礼记纂

言»作序,认为礼学研究当“经纶天下之大经,立天下之大本”,云“礼之于节文也,犹规矩之于方圆也.
非方圆无以见规矩之所出,而不可遂以方圆为规矩.故执规矩以为方圆,则方圆不可胜用.舍规矩以

为方圆,而遂以方圆为之规矩,则规矩之用息矣.故规矩者,无一定之方圆;而方圆者,有一定之规矩.
此学礼之要,盛德者之所以动容周旋而中也”④.

礼义是一套章法精神,婚丧祭祀,宾客朝聘,礼之所用,各有所主,追求的是万物可各得其宜.«韩
非子解老»说“礼,义之文也”⑤,«左氏»同样提出“礼以行义,义以生利,利以平民,政之大节”的政治

思想(«左传成公二年»),注重发觉问题并能制义合理,是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的管理能力.鲍叔牙推

荐管仲,认为他具有“制礼义可法于四方”的杰出政治能力(«国语齐语»),汉代经儒王吉向宣帝提出

选贤任能秉礼义而治的建议,谓:“«春秋»所以大一统者,六合同风,九州共贯也.今俗吏所以牧民者,
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,独设刑法以守之.”⑥

«礼记仲尼燕居»:“礼者何也? 即事之治也.君子有其事,必有其治.”⑦中国幅员辽阔,多民族

文化相互交融,社会管理要复杂得多.«墨子»阐述过“人异义”的道理,即“一人则一义,二人则二义,
十人则十义,其人兹众,其所谓义者亦兹众.是以人是其义,以非人之义”⑧.这个时候能够起到校定

作用的礼义就成为官员需要掌握的治世储备.比如,唐代的官员铨选书判是重要考核项目.拟判多

依据礼文而拟定问题.现以“乡射司正倚旌判”为例,加以说明.

甲司正命获者倚旌,为有司所纠,词云:“兼官无事.”
对　李思元

国有燕飨,代存饮射,贵以观徳,先乎践礼.故比兹六耦,是辨其等威;抗彼三侯,必凭乎

班列.眷言伊甲,则曰司存;寔掌厥仪,克闲乃事.序宾明揖让之则,进或历阶;赞射辨升降

之仪,退惟辅序.而决舍是佽,弓矢斯调.射人发功,非无破的之艺;司正命获,爰有倚旌之

礼.将欲乘其多筭,罚以弛弓,使夫沮劝必明,威容可则.况职不在备,礼或从宜.无事则

兼,宁云离局之过? 有司所纠,实负旷官之责⑨.

这是一则拟判,是针对«仪礼乡射礼»的司正兼为司马来展开的,但又不止在此.这里对经义诠

释也是一种综合的考察.由此,足见经义衡准校订在社会管理中的位置.
传统社会后期,随着学术总结的到来,通制度求礼义,成为书斋与朝堂新一轮的共识.晚清重臣

曾国藩标举“经济之学,即在义理之内”,从礼无所不该,无所不包的角度,缕述有清一代的礼学研究,
云:“我朝学者,以顾亭林为宗,国史«儒林传»褎然冠首.厥后张蒿庵作«中庸论»,及江慎修、戴东

原辈,尤以礼为先务.而秦尚书蕙田遂纂«五礼通考»,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,而一经之以礼,可谓体大

而思精矣.”曾国藩在此强调,“礼”是义理与经世的统一,他认为:“由博乃能返约,格物乃能正心.
必从事于«礼经»,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,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,然后本末兼该,源流毕贯,虽极军旅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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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,食货凌杂,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.”①

班固«汉书礼乐志»言:“六经之道同归,而礼乐之用为急.”②黄侃谓:“经学于垂世立教大有功

焉,故经学为为人之学.”③经学就是以礼义为核心,敷衍出的具有中华精神风貌的思想文化认知内

核.礼义不悖于自然规律,符合人情人性的伦理,须是“百虑之筌蹄,万事之权衡”④,讲求动态中的共

存性.儒家经典具有法典化的性质,是学理与价值充分融合的产物.这要求经典必须尊重“事”,并重

视“义”,也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事实与价值.而“文”是其载体.礼学诠释必然建立在文本基础上,这种

发挥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价值期望.所以经典永远面向现实,扎根现实,又不拘泥现实.它有宏观整

体上更稳固、更客观、更恒久的价值判断与导向.而启动这种礼学机制的研究与厘清,无疑会促进文

化内在机制的一种深层次自检.

三、礼义研究对于当今学术研究意义与价值

目前的礼学、经学研究,更偏重于礼制史、礼学史的研究,次之是礼学家、经学家的研究,而位于活

水源头的经学元典反而是比较薄弱的环节.在这种情况下,礼义研究所处的境地较为尴尬,其既没有

取得元典研究的本体地位,也失去了对礼学史、礼制史研究的统辖功能.实质上,礼义研究属经学、礼
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领域.２０世纪以来,礼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,但距真正进入基础理论研

究尚有差距.随着世界多元文化交流的发展,推进这一基础理论的研究,促进对中华文化情理的理

解,尤为重要.缺少对原理与原则的把握,礼学研究就不易建立起独立完整的论证框架.当认识停留

在现实而非真实,停留在琐细而非本质,这于自我认知与交流对话都是不利的.
礼义研究是融贯经典与治世的桥梁,是通古今典制礼仪之变的关键,也是对中国礼乐文明特质的

理论探源.中国传统礼文化既有细密,亦有条理,注重礼的身心修治作用,这是礼义规约反思特性的

根本体现.古人认为“致礼意以治躬”⑤,礼义亦类似良知,用心礼义是对德性修为普遍规范意义的标

举,对风俗治化有着警策的作用.比如,“吉凶不相干”的礼义原则.吉、凶是情感的两极,不应使二者

相参杂,若吉凶之事相遇,则应按各自实际情况有所尊主.
例如«唐律疏议职制»“庙享有丧遣充执事”,«律»曰:“诸庙享,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事者,笞

五十;陪从者,笞三十.主司不知,勿论.有丧不自言者,罪亦如之.其祭天地社稷则不禁.”«疏议»
曰:“庙享为吉事,«左传»曰:‘吉禘于庄公.’其有缌麻以上惨不得预其事.若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

事者,主司笞五十.虽不执事,遣陪从者,主司笞三十.若主司不知前人有丧者,勿论.即有丧不自

言,而冒充执事及陪从者,亦如之.其祭天地社稷不禁者,«礼»云‘唯祭天地社稷,为越绋而行事’不避

有惨,故云‘则不禁’.”⑥这是说,缌麻是“五服”中最轻的一种,服期三个月.有缌惨以上,无论是执

事,还是陪从,皆不得参与庙享吉事;但按照«礼记王制»曰“丧三年不祭,唯祭天地社稷,为越绋而行

事”⑦,天地社稷之祭尊于私丧,不以卑废至尊.虽遭私丧,既殡已后,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可参与.
历史形势较为特殊的时期,礼义之辨对于世道维持又尤为被古人看重.如继宋高宗绍兴五年,临

安建太庙行祭之后,绍兴七年,太常少卿吴表臣奏行明堂典祀,然正月徽宗崩逝的消息已传至,是值丧

期间,故吴表臣援熙宁故事,英宗丧未除,神宗不废景灵宫、太庙之礼.翰林学士理学名家朱震以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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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,他指出按«王制»“丧三年不祭”,唯天地社稷之祭尊于私丧,可越丧举行,其他等待丧终乃祭.现徽

宗尚未祔庙,不当行享庙吉礼①.此次徽宗丧祭的议礼,还有服丧之制,胡寅等认为“变故特异如今

日”②,“当革汉景之薄,丧纪以三年为断”③,“一新四方耳目,以化天下,天地神明,亦必有以佑助”④.
此后宋孝宗改变自汉魏以来的以日易月的君主服丧之制,直至朱子对朝堂三年丧制的坚持,这就是古

人尝讲的变乱之世,人心世道的拾掇与砥砺,这对于当时形势的聚合,以及社会秩序的重新建设起着

一定的作用.
故纸堆里的故事虽去时久远,但这里面的典制沿革,兴衰治乱却不可不知.而沿革变迁里蕴藏的

礼义无不是世道人心,纲纪举措的轨辙.礼义研究能够使我们整体上把握历史波澜大潮里的主体基

线,对学术研究深入推动有些极大作用.
礼义本身是鲜活的,它会在不同事物不同局面下以不同形式把问题展现出来.历史的变迁,使得

社会问题因随而变,相应的礼义也应明辨.不能明辨礼义,人们对行事的情理依据就失去把握,因共

识缺失而呈现出的问题,近年逐渐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.这些探讨蕴含在社会热点问题之中.这也

是现代社会管理,愈发应该关注到的方面.中国社会文化的诸多问题无不蕴含着礼义的因素,通过礼

义研究,消解已经形成的认知隔膜,有助于增强我们对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创新.
首先礼义研究实质就是理据建设,注重经义理据建设是儒家六经的根本特色,礼学诠释是经学诠

释与礼义诠释并重,儒家六经的精神是一种历史动态中的砥砺自进,是中国哲学智慧生生不息之所

在.对礼义研究的重视,既是对悠久历史传统的应有尊重,更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题

中应有之义.结合现代文明精神,揭示传统礼义的理念与判断,能够使大家知其然,知其所以然.同

时,礼义研究,也是赋予其新的时代义含,义含的更新,就是情理依据的重新规整,是对文化凝聚力的

重视,也是对中国文化融合性与统一性的梳理.
其次,推进礼义研究,明确礼仪程式背后的情理依据,掌握义理所表达的人文关怀与厚重沉挚,也

将有助于扭转工业化生产思维在社会管理中的简单运用.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物件管理,离不开文

化情理的土壤,围绕“人”的行为活动,一定蕴含着文化的需求.可以简单处理的问题,往往要求的是

精准化;需要复杂对待的,往往是容受性的考虑.我们不宜对传统礼文化的理解过于狭隘,认为一切

程式仪节都是不必要的繁文缛节,都可以随意剔除,以求得更直白,更高效.随意更改和剔除礼仪仪

式需求,很有可能改掉就是义含的合理性.新的礼义研究与建构,可以为社会管理提供软性支持,也
易于为大众真正所接受.

«大戴礼记»说完备的礼“情文俱尽”⑤,也就是人情与礼文的和谐完美.如蕴含仁爱共存的“相人

偶”原则.狭义上讲,它是主、客方执礼时,动作相应、行动相随,相互照顾,相互尊重,与对方之意相共

存.广义上是说,人在社会生活中要考虑到他人的存在,不应只有个人意识,个人的言行都宜预留有

他人的位置,做人做事时有仁爱之心,充满对他人的敬意.类似这种礼义原则,并没有随着时代地域

转换而变易.所以,晚清陈澧、皮锡瑞等都主张读«仪礼»宜知“礼从宜”之旨,发明“礼,时为大”之义,
对古今同有之礼“倍宜钻研”⑥,“此正得其义而通之,期不失乎礼意之说”⑦.

«文心雕龙»云:“«礼»以立体,据事制范,章条纤曲,执而后显,采掇片言,莫非宝也.”⑧«礼»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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«宋史»卷一百八«礼志十一»北京:中华书局,１９７７年,第２６０１页

«宋史»卷一百二十二«礼志二十五»,第２８５７页.
«宋史»卷一百二十二«礼志二十五»,第２８５８页.
«宋史»卷一百二十二«礼志二十五»,第２８５８页.
方向东撰:«大戴礼记汇校集解»卷一,第１１８至１１９页.
陈澧:«东塾读书记»卷八,«陈澧集»第２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２００８年,第１５６页.
皮锡瑞:«经学通论»,北京,中华书局,１９５４年,第７１页.
刘勰著,詹锳义证:«文心雕龙义证»卷一,第６９页.



建立体制树立纲纪,根据事理制定规范,«礼»条理章法细密,只有实践才能知悉明白,拾取其中的只言

片语,也是十分珍贵的.这就指出了«仪礼»十七篇事涉丰富,把人道至备的礼展现得非常细腻,这种

委曲周折之间,比较完美地呈现了措置得恰好.这个“措置得恰好”,就是礼义的存在.诚如古人所指

出的,“礼之所尊,尊其义也.失其义,陈其数,祝史之事也.故其数可陈也,其义难知也”①.礼义研

究,就是把礼的组织生成和运作遵循的基本原则丰富完善起来,使这部分内容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理

论体系.显然这是十分重要的.故而礼义研究,不应惮于古经注的繁难,旨能够于其细微处见其风貌

精神.在未来新的多元学术共同体下,代表中国礼乐文明特质的礼义更会显示出它的生机与张力,其
前提必当是能够重新理解凝结于元典中的这一智慧,尊重礼义研究的历史实践主体地位与核心价值.

ResearchonEtiquetteinBookofEtiquetteandCeremonial
andtheAcademicCommitmentoftheTimes

GuoChaoying
(AcademyofLiterature,ShandongNormalUniversity,Jinan２５００００,P．R．China)

Abstract:BookofEtiquetteandCeremonialisthefundamentalclassicofrites．Ithasaprofound
influenceonlatergenerations．Theclassicformofancientetiquetterecordedinthebooknotonly
laysdownourcountry’sthebasicframeworkcontentofvariousinstrumentsinetiquetteculture,but
alsogeneratestherulesofetiquettemakingandcodeofconductaboutceremonialexecution．The
utilityofmakinginferencesaccordingtothedoctrinefromthemeaningofetiquetteinBookof
EtiquetteandCeremonial,whichistheultimateembodimentofConfucianideaof“Tobelastingand
practical”,emphasizestheconstructionofjustifications．Alltheinterpretationofclassicsoflater
agesalongthe mainlineofliteratureinheritanceandth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classics
argumentationupsanddownsinthechangeofdynastiesandtherotationofthetimes．Thesubject
positionofresearchingthemeaningofetiquetteinthestudyaboutthetheoryofritualsshouldbe
clarified,aroundtheancientbooksandrecordsofclassicannotations,thenextractsthespirit
principleofthemeaningofetiquetteinlinewithmoderncivilization,inordertorealizethevalue
judgmentandguidanceoftheconstructionofetiquette．
Keywords:BookofEtiquetteandCeremonial;Etiquette;Thetheoriesofrites;StudyofConfucian
classics;Academichistor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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